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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教育扩张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但它能否使教育机会

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这一直是引发论争的问题。1999 － 2002 年期间，中国政
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生数量和高等教育机会成倍增长。关于这
项政策的实施对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未取得确

定的结论。本文基于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采
用 logit模型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阶层、不同户口身份、不同民族和性别之
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并同时检验 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理
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本文的结论是: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
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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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

2009 年 1 月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关教育问题的署
名文章，文中提到:“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
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
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
比重却下降了”(温家宝，2009)。此文的发布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城
乡之间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热议。几个月之后，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的前夕，多家媒体报导了 2009 年高考报名人数骤降，与 2008 年相比
下降 3. 8%，实际减少约 40 万人(《人民日报》，2009;《新京报》，2009;
《中国新闻网》，2009)。许多高中应届毕业生放弃高考，其原因是由于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
的子女来说，高等教育昂贵的经济成本如果未能换来稳定的收入和就

业，显然不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争取。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
到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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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孩子，在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未毕业时就放弃升学机会，进入劳动力

市场。与此对应的现象是，升入高中，尤其是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家
庭背景层次不断提升。① 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显示出高等教育机会分
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在加剧。
上述现象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景象相矛盾。1999 年以来

政府采取的大学扩招政策及其他相关措施，使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大，

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图 1 展示了近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增
长态势。1999 年以前，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和在校大学生
人数增长较为缓慢，但 1999 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高等教育规模和
高等教育机会快速增长，在随后的 5 年里，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以年均
20%的幅度增长。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46. 1%猛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 2008。

图 1 中国高等教育增长趋势(1990 －2007)

增至 2003 年的 83. 4%。2006 年以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
高校扩招幅度放缓，但仍维持约 5%的增长幅度。虽然大学扩招政策
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但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以为，大学扩招导

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必然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当高等教育处
于精英教育阶段(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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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项对高中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显示，某重点中学政府、企业、专业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
女，由 1978 年的占 44. 7%，增加到 2008 年的 77. 6%，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而工人、农民
子弟的比例，则从 1978 年的占 42. 4%锐减至 2008 年的 5. 9%，降低了 36. 5 个百分点
(“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2009)。



由中上层阶级和优势地位群体垄断，当高等教育机会增加而使高等教

育趋向于大众化时，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有可能争取到越来越多

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中国高等教育在
短短数年中急速扩张———当今世界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达到如此
速度，按常理来说应该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那么，大学扩招政策导致
的高等教育扩张到底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产生了何种影

响? 是降低了原有的不平等，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不平等，或者，加剧了

原有的不平等? 这就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二、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教育扩张与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

本特征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随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许多国家得
到普及，更多的社会分层研究者聚焦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以此来研

究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大学文凭成为人们获得较好
社会经济地位的前提条件。大量的相关研究(Shavit ＆ Blossfeld，1993;
Sieben ＆ De Graaf，2003; Lucas 2001; Breen ＆ Jonsson，2000，2005;
Pfeffer，2008; Stocke，2007)证实，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受到家庭背景、
民族和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少数民族和
种族以及女性在竞争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分

层界线的强化和阶级地位的再生产。20 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采取
了高等教育扩张的策略，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育机会，同时在高校录取制

度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希望以此减少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水平。不过，一系列的国际比较研究( Shavit ＆
Blossfeld，1993; Erikson ＆ Jonsson，1996b; Jonsson ＆ Erikson，2000;
Shavit ＆ Westerbeek，1998; Sieben et al.，2001; Breen ＆ Jonsson 2005;
Ballarino et al.，2008; Pfeffer，2008)发现，在有些国家，高等教育扩张期
间，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在另一些国家却没有

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少数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反

而有所上升。针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
来解释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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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MMI假设)
有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假设是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 MMI 假
设)。这一假设声称: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
反，只要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

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扩张创造的新的教
育机会通常被上层阶级的子女占据，他们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动
机资源有利于他们抓住这些新产生的机会。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
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说 80%以上的上层阶级子女都能上大
学，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Raftery ＆ Hout，1993; Mare，
1981; Shavit ＆ Blossfeld，1993; Eriksson ＆ Jonsson，1996a; Breen ＆
Goldthorpe，1997; Breen ＆ Yaish，2006; Shavit et al.，2009)。这一假
设最初由拉夫特瑞和豪特(Raftery ＆ Hout，1993)提出，并获得了夏维
特和布劳费尔德(Shavit ＆ Blossfeld，1993)的多国比较研究结论的支
持。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对 13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
果是:教育不平等是跨国家和跨时代的持续，教育扩张并未降低教育不

平等程度。在被研究的 13 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在教育
扩张期间都未明显下降，只有瑞典明显例外，以及荷兰部分例外。

( 二)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 EMI假设)
在 MMI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Lucas，2001)进一步提出了 EMI

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 假设认为，当上层阶级在
某一水平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超过 80%的上层阶级的子女都能获
得高等教育，那时，教育扩张产生的新的教育机会才会向较低阶层扩

散，从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平等下降。卢卡斯对这一假设进行了修正。
他认为，即使上层阶级在高等教育中达到了饱和，但不平等还将在高等

教育中以更有效的方式维持。他提出，在教育机会分配方面存在着两
种不平等，一种是数量上的不平等，比如上层阶级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

机会的可能性(比例)大于较低阶层的子女;另一种是质量上的不平

等，即在同一级别的教育中存在着等级分层，同样是高等教育，但某些

种类的高等教育的文凭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另一些种类的高等教育文

凭价值较低。比如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大学本科文凭的含金量更高，

58

论 文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而大学专科文凭的含金量低于本科文凭。所谓质量上的不平等是指，
上层阶级获取更高价值的大学教育的机会远多于下层阶级。卢卡斯的
EMI假设声称，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比如高等教育)中达到饱
和，可能会使下层阶级获取这一级别教育的机会得到提升，从而这一级

别的教育不平等似乎下降了(数量不平等下降了)，但是，下层阶级争

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价值较低的教育种类(比如大学专

科)而不是价值较高的教育种类(如大学本科)，上层阶级仍然在含金

量更高的教育种类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教育不平等得以有效维持

(质量不平等仍然维持)。EMI 假设获得了部分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
(Lucas，2001; Ayalon ＆ Shavit，2004)。

( 三) 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 RCT)
MMI假设虽然是这一研究领域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广泛被引用

的理论点，但近 10 年来，这一理论解释不断受到争议，因为大量的实证
研究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下降。
乔森等人的研究发现，瑞典、德国和法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出现了下降
趋势(Jonsson et al.，1996);布瑞恩等人有关欧洲 8 国的比较研究证
明:8 个国家中有 6 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显示
了下降趋势(Breen et al.，2005);巴拉里诺等人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
研究证明，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下降了(Ballarino et al.，
2008);林德贝克的研究发现丹麦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了(Lindbekk，
1998);德·格拉阿夫等人则发现荷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下降了(De
Graaf ＆ Ganzeboom，1993; De Graaf et al.，2000)。这些研究发现促使
研究者对相关的理论假设进行重新定位。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
题是，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之下，哪些因素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

化，哪些因素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教育
扩张期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了，但在另一些国家教育扩张并未带来

这样的结果? 埃里克森等人对瑞典个案———它是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
(Shavit ＆ Blossfeld，1993)多国比较研究中最为例外的案例———的研究
发现，高就业率，尤其是针对下层阶级的就业保障，是导致阶级之间教

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Erikson ＆ Jonsson，1996a，1996b)。巴
拉里诺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保障增强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Ballarin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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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社会分层理论家根据贝克(Becker，

2003)的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以
支持教育不平等持续假设并解释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平等会下降

( Eriksson ＆ Jonsson，1996a; Breen ＆ Goldthorpe，1997; Breen ＆
Yaish，2006)。在这个模型里，决定一个人是否继续下一阶段的求学
(En + 1)或者放弃继续求学而使教育水平停留在目前水平(En)，取决于

下述四个因素:下一阶段的教育水平(En + 1)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

(B);决定停留在目前教育水平(En)而可能导致的身份地位的下降总

量(SD);获得下一阶段教育水平(En + 1)的成本(C);以及决定争取下
一阶段教育水平但未能成功的概率大小(P f)。从 En + 1收益越多，继续

求学的动机越强;反之，En + 1的成本越高，获取 En + 1失败风险越大，继续

求学的动力就越小。这一模型还假定，收益 B 和成本 C 对所有阶级来
说都是一样的，但地位下降幅度 SD 和失败风险 P f 对不同的阶级则含

义不同。这是因为，身份地位下降是相对于其原有的地位(家庭出
身)，对于出身较低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

较小，而对于出身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

受会比较强烈。至于失败风险 P f 则依赖于原有的教育地位和状态。
出身于优势地位家庭或上层阶级的人，更易于在求学过程中取得成功

(失败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父母传递给他们的认知和技巧与教育体制

的要求较为吻合。另外，如果他们求学失败，父母也能利用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来补偿损失。但是，对较低阶级来说，求学失败概
率 P f 远高于上层阶级，而且失败后可能导致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损失

也更为严重。这一模型认为，多数情况下，教育扩张会导致教育成本下
降和教育收益上升，但是，如果 SD 和 P f 的阶级差异没有变化，那么教

育不平等会持续;反之，如果 SD和 P f 发生了变化，比如，就业保障增强

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导致失败风险 P f 下

降，那么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可能下降。这一套解释推论被
称为理性选择理论(RCT)或理性选择模型(RCM)。
从本质上来说，理性选择模型和MMI假设及 EMI假设都坚持相同

的假定，即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下降，教育扩

张本身也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MMI 假设和 EMI 假设所坚持的
是，持续的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是上层阶级控制了新产生的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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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在教育领域实施社会排斥行动所导致的后果。而理性选择模型的
关键性假设是，与特定教育水平相关的身分地位变化和投资获取某种

教育水平的失败风险，对于不同阶级的人含义不同。如果这两方面的
阶级差异没有随着时间推进而下降，那么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就不

会下降。反之，如果采取某些社会政策而导致这些因素发生变化，那么
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下降。

( 四) 国内相关研究结论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有大量研究。许多研
究结果证实，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存在着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之间的
不平等(谢作栩、王伟宜，2005，2006;谢作栩等，2008;谭敏、谢作栩，
2009;安树芬，2002;文东茅，2005)。不过，对于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
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专门分析并不多。由于这是一项近期实施
的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此项政策的社会平等效应的系统

考查也不多见。有一些小规模的或局部区域的数据分析(如某几所大
学的数据资料)显示，大学扩招缩小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距

和性别差距(杨旻，2009;原春琳，2007;徐平，2006)，但另外一些研究
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杨东平(2006)声称，大学扩招后阶层差距有
所扩大。不过，上述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有较大的局限性，数据
分析方法也较为简单。刘精明(2006)采用 2003 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资料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做了较系统的考

查，得出的结论是: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大幅缩小。但
此项调查数据存在着某些局限，不太适用于考查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

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因而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敲。① 另一项值得关注
的研究是哈佛大学的古毛灿(音译) 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CHNS)”追踪数据对 1981 － 2006 年期间中国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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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文的作者未在其文章中列出数据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因而无法获知其数据和变量
的较详细的信息，但从列出的信息来看，调查数据的样本规模较小(仅为 5960)，因获得
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小，如此小的样本量用于比较分析不同年代的高等

教育机会分布会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作者声称，此调查数据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比例
超常地高(样本分布的代表性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未列出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接受大

学教育的个案数量。另外，此文作者采用的数据是 2003 年收集的调查数据，而当时绝大
多数大学扩招后上大学的人还是在校生，此调查数据的调查对象又排除了在校生，因此，

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太适用于分析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考查(Guo，2008)，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刘精明的研究结果相反，古
毛灿的数据分析显示，大学招扩后城乡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

都有很大幅度上升，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上升了 33. 6%，
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则几乎翻了一倍，增长 96. 7%。这些相
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使我们无从把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和

变化趋势，从而也无法客观评估大学扩招政策的社会平等化效果，当然

也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为此，很有必要
在已有的研究结果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采用更可靠的数据资料和

更为精细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大学扩招后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

进行深入考查。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要讨论的问题是:1999 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的高等
教育急剧扩张和高等教育机会迅猛增长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

有何影响? 是降低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是维持了教育机会不平等，或

者是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文所关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指四

个方面的机会分配不平等:阶层之间、城乡(户口身份群体)之间、民族
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不过，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阶层
之间和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因为这两种教育机会不平等

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关键性的教育不平等。① 对于民族之间和性
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本文只做初步考查。②

本研究考查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基本策略是:比较 1999 年

98

论 文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①

②

在当前中国社会，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十分突出，不过，导致地区之间教育

不平等的原因机制与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和理论解

释，本文在这里不进行讨论。
由于样本量的局限，少数民族接受大学教育的个案有限，当模型涉及太多变量和较细分

类时，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会受影响，从而有可能影响对民族差异的变化趋势进行准

确估计。至于目前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一方面，严格的逐级
升学考试制度，使女性获得了一些升学优势(相对于男性);但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群体

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远低于平均水平。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针对此问题进行更细致
的数据分析。



之前(扩招政策实施之前)与 1999 年之后(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不同
阶层、户口身份群体、民族和性别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观察其是否发
生变化和发生何种变化，从而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是下降了、上升了还
是没有变化;或者，在哪些方面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或上升了。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想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上述三种理论假

设———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检验这三种理论解释在
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这三种理论解释都涉及到了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
的原因机制，而发现这些原因机制有助于我们寻求降低教育机会不平

等的政策方案，这也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学扩招使教

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只需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就

能促进教育公平;但如果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下降，或者甚

至上升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其他对策来减少教育不平等。

( 二) 西方的理论解释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上述三种理论假设是本研究的理论探讨的出发点，但同时本研究

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
择模型主要是由西方主流社会分层理论家基于欧美国家的普遍经验提

出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把这几种理论解释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

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Shavit et al.，2009)。在考查大学扩招对中
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和检验上述理论假设在中国社会的适

用性时，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西方发达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通常在是在阶级阶层结构相

对稳定(或者阶级现象逐渐淡化)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社会在经

历了大约 20 年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之后，1999 年大学扩招以
来，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强化阶段，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阶层之间

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李春玲，2005)。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
模型都是基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差异持续稳定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中国

这样一个新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阶级阶层差异正在扩大的社会
中，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某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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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某些学者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异缩小或阶级消亡的趋势
(Pakulski ＆ Malcolm，1996)。不过，多数社会分层理论家，尤其是 MMI假设、EMI假设和
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西方社会的阶级差异持续存在。



性呢?

第二，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即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

市场体制过渡，教育体制的变迁也遵循着这一方向。教育体制市场化
的后果之一是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教育改革的另一方
向是筛选制度———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层(从全国到地方各级
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分类)———的日益严格化。大学扩招以来，高等
教育成本还在继续上升，教育筛选制度的严格化还在进一步发展。与
中国的情况相反，在西方发达社会，教育扩张往往伴随着教育成本的明

显下降和筛选制度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动机与多数西方社会不同。欧美

国家教育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并促进

整个社会的平等化，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往往是一套高等教育改革方案

(包括其他一些促进教育平等化的政策)中的一部分。而中国政府采
取大学扩招政策的直接的、也是主要的动机是以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
间来缓解就业压力，因而在扩招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并未考虑并

且也未预期它会对教育不平等产生影响。这一政策出发点是否会影响
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呢?

第四，大学扩招政策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急速扩张，

短短数年之内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几乎翻了数倍，如此速度的扩张

在其他社会极为少见。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都认为，
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的阶级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即使

教育机会供给量增加，教育机会不平等还会持续存在，因为新增加的教

育机会更多地为中上阶级所获取。但是，如果教育机会供应量猛然间
增加很多，阶级不平等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是否会短暂失灵?

第五，近 10 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具有某些与西方社会
不同的特征。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学扩招政策
实施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的迅猛扩张，蓝领工作岗位的

数量增加很多，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长明显，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

出现了蓝领工人短缺现象(比如“民工荒”)。而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产
业发展滞后，白领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较慢，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现象日

益突出，大学毕业生的最初薪资水平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很显然会对
个人的教育决策产生影响，使理性选择模型计算出不同的结果。
第六，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严重的城乡之间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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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在中国社会，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也许比阶级阶层之间的
教育不平等更为突出。MMI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主要是针
对阶级不平等的运作机制而提出的理论解释，那么城乡之间教育不平

等的机制和运作规则与阶级不平等是类似的吗?

( 三) 研究假设

根据前述已有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本文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一些相关假设来加以验证。
第一组研究假设是为了检证 MMI 假设。如果 MMI 假设是成立的

(或者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本身并不能导致教育
不平等下降，除非优势地位群体达到教育饱和，那么我们应该获得的结

论是:大学扩招并未导致(阶层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
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因为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还未达到教

育饱和。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 1:与 1999 年之前相比，1999 年以后高等教育机会(阶层、城

乡、民族和性别)不平等没有下降。
第二组假设是针对 EMI假设。EMI 假设认为，高等教育不仅存在

数量上的不平等(不同阶级和群体上大学的机率不同)，而且存在质量

上的不平等(上层阶级和优势地位群体有更多机会获得更有价值的大

学文凭或进入更有名望的大学学习)。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
学本科文凭与大学专科文凭的价值含金量明显不同，大学本科文凭似

乎意味着正牌的高等教育，而大学专科文凭则像是杂牌的高等教育，两

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也明显不同。如果 EMI 假设成立(或者是
适用于中国社会)，那么下面这个假设应该得到证实:

假设 2: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差异大于大
学专科教育机会。

EMI假设的另一含义是，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使中上阶层和优势群
体达到了教育饱和，那么有可能出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但这种

机会不平等下降主要表现在较低价值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专科)而

不是较高价值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本科)。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扩
张还未达到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的教育饱和，不过，在短时期内高

等教育机会猛增(大学扩招的后果)，是否有可能达到一种类似于中上

阶层教育饱和的效果? 就目前来看，至少社会上层人员(精英群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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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基本的教育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出现高等教育机
会不平等下降的迹象? 如果有这种迹象的话，它应该表现在较低等级

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专科教育)而不是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

域，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 3:在高等教育急速扩张并且优势地位群体或中上阶层在高
等教育中逐渐接近于饱和时，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更可能表现在大学

专科教育而不是大学本科教育。
最后，理性选择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假设。根据理性选择

模型，个人的教育决策(上不上大学)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教育成本

(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险(P f)和地位提升(SD)。正如前面所
介绍的，在大多数国家，教育扩张期间往往出现教育成本下降和教育收

益上升，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或上升主要取决于失败风险的高低

和地位提升程度。但在中国，1999 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则伴随
着高等教育成本(学费和生活费)不断攀升，而大学教育的短期收益

(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大学毕业生最初薪资)则有所下降。这两个因素
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或者城乡居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教育成本上升

和短期教育收益下降对中上阶层的人和城市居民的教育决策影响较

小，但可能对中下阶层和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产生根本影响———使其
中的部分人决定不上大学。与此同时，失败风险也在上升。对于中下
阶层和农村居民来说，降低失败风险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减少教育系统

的等级分化程度和使筛选机制宽松化。然而，自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
学校教育系统的分层化(全国重点学校、省重点学校、市重点学校和普
通学校)不断增强，考试筛选制度(中考和高考)越来越严格，其后果是

增强了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2003)，因为农村
孩子和中下阶层子女较难通过层层严格考试而进入大学。1999 年以
来，教育系统的分层化和筛选制度的严格程度还在继续发展，中下阶层

成员和农村居民在进行教育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决策失败所带来的各种

损失———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未能考入大学，或者只获得较差学校
的文凭而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因追求升学而放弃就业机会所带来的经

济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处于地位等级进一步分化(阶
层地位差距拉大和阶层界线明晰化)的过程中，而教育水平对地位获

得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导致的地位提

升程度(SD)在增加。对于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来说，如果失去高

39

论 文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等教育机会则会使他们的地位丧失幅度很大，这促使中上阶层和优势

地位群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去追求高等教育机会，而中下阶层和弱势群

体的这种追求高等教育的动力则没有那么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说

法)。在上述这些条件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理性选择模型成
立(或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话，那么，1999 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贫
困阶层、农村居民或弱势群体基于这一模型进行的理性计算所得出的
结果很可能是越来越大的负数，即越来越倾向于放弃上大学，其结果是

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上升。由此提出的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 4:1999 年以后，阶层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

高等教育机会差距有所上升。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 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从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中筛选个案而形成的一个次级数据集。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是以
个体为样本个案，但保留了家庭户信息，作者依据数据中的家庭序列代

码、样本与户主关系等信息，进行父代—子代匹配，并抽选出 1975 －
1985 年出生的子代样本 19615 个。需要注意的是，1%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中，并非所有的 1975 － 1985 年出身的人都提供了父辈信息，有部
分样本的父辈信息缺失(如果他们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作者所生
成的数据排除了父辈信息缺失的样本，即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人。
这一因素可能影响样本分布。为了判断此数据的代表性，作者比较了
四种不同数据(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筛选、中国人民大学
的 2006 年 CGSS数据和中国社科院的 2006 年 CGSS数据)的相关变量
的频数分布。①

从四种数据的比较来看，本文采用的筛选数据在性别、教育水平、
户口、民族及家庭背景的样本分布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首先在教
育程度的分布上，筛选数据与原数据较为接近，只是高中以上学历的人

所占比例略高:筛选数据的高中学历比例是 18. 9%，而原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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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比较四种数据的表格省略。



17. 2% ;筛选数据的大专学历比例是 11. 4%，而原数据是 8. 3% ;筛选
数据的大学本科学历比例是 7. 3%，而原数据是 4. 5%。另外，从筛选
数据的两个年龄组的比较来看，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教育水平明显
高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这与教育扩张趋势相一致，而且教育水平
增长幅度与原数据较为吻合。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中
的较高学历者的比例严重偏高，其高中学历、大专学历和大学本科学历
的比例分别为 26. 4%、15. 7%和 11. 3%，远远高于 2005 年 1%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中国社科院 CGSS 抽样调查数据的教育程度分布与筛选
数据极为接近，但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教育水平明显低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在家庭背景方面，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没有相关变量，筛选数据不能与原数据进行
比较，只能与两个 CGSS 数据进行比较。筛选数据的父亲职业分布与
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较为一致，但与中国社科院的
CGSS抽样调查数据有些差异———此数据父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明显
高于其他两个数据，并且工人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两个数据。在父亲户
口身份的分布上，筛选数据与中国社科院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较一
致，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有些差距———此数据的
父亲非农户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数据。我们无从判断两个 CGSS
数据中哪一个的分布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但总体而言，筛选数据与两个

CGSS数据所反映出的家庭背景分层形态基本相似。另外，从筛选数
据的两个年龄组的比较来看，1975 － 1979 年出生组与 1980 － 1985 年
出生组的家庭背景分布形态比较一致，①只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
父亲中农民比例低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并且工人比例高于 1975
－1979 年出生组，同时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父亲中非农户口比例
高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
的。筛选数据的少数民族比例与原数据基本相同。在性别分布上，原
数据的男性比例低于女性比例，这与人口的真实性别分布不符，两个

CGSS数据的男性比例也偏低。筛选数据的男性比例则偏高，达到了
63. 5%，②这也与真实情况不符。为了解决性别分布的样本偏误，作者

59

论 文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①

②

如果筛选数据由于缺失值的原因而出现家庭背景分布的系数误差，而两个年龄组的系统

误差较为类似，这对年代变化趋势的判断影响不会太大。
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可能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因而筛选数据中的男性样本较多。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例对筛
选数据进行加权，加权后的男性比例为 51. 5%。
作者在使用该数据时，最担忧的一个导致样本偏误的因素是，1999

年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 2005 年时有一部分是在校生(他们可能是
集体户口)，因而调查数据未能提供其父亲信息。为此，作者初步分析
了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接受高
等教育是在大学扩招期间)的家庭户分布情况。这一年龄组人群中，
家庭户占 87. 7%，集体户占 12. 3% ;同时，86. 6%的人与父母住在一起
(或有父母信息)。在 1980 － 1985 年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家
庭户占 73. 3%，集体户占 26. 7% ;同时，71. 8%的人与父母住在一起
(或有父母信息)。从上述分布情况来看，在校生因素对该数据的代表
性有一定影响，但仍可以基于此数据来做分析。

( 二) 方法

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分析中，传统的分析模式是采用线

性回归模型，以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以影响教育机会分配

的各种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或民族等)为自变量，并区分年龄组
(birth cohort)分别做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各年龄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
数的变化，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参见李春玲，2003，
2005)。但这一分析模式用于分析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时遇到
了问题，由于不同年代教育机会总量(由于教育扩张)在不断增长，即

边际分布在不断变化，比较不同年龄组的回归系数所做的判断可能会

产生误导。20 世纪 80 年代梅尔(Mare，1980，1981)设计了教育过渡
模型(a model of educational transitions)，采用一系列的 logit模型(以是
否升学为因变量)考查从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

布。基于梅尔的分析思路，后来的研究者( Smith ＆ Cheung，1986;
Shavit ＆ Kraus，1990)大多采用包含年龄组变量的 logit模型，分析教育
扩张期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这一模型以是否上大学为因变
量，把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并通过年龄组与各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来考

查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本研究也采用这一模型估计大学扩招
前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这一模型的公式为:

log P i

1 － P( )
i

= b + Σ k
bkXki + Σ c

gcCci + Σ ck
dcCXci

69

社会学研究 2010. 3



上述公式中，P i 是指第 i个人上大学的概率。Xki代表了所有的自

变量(影响上大学概率的各种因素)，bk 则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
映了各自变量对上大学概率的影响程度。本研究要考查的影响因素是
家庭阶层位置(父亲的职业)、家庭文化背景(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家
庭经济背景(父亲月收入)、家庭户口身份(父亲的户口)、民族和性别。
Cci是年龄组虚拟变量，它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即控制了不同年代

教育机会增长的效应)，gc 则是年龄组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不同年代

教育机会增长幅度。CXci代表了所有的年龄组与各自变量的交互项，

dc 是这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各个自变量的效应的年代变

化，即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

( 三) 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两组 logit 模型，第一组模型(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的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是 = 1，否 = 0。这里的高等教
育包括了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已进入大学学习但还未完成

学业的在校生也被归类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组模型(模型 4 和模
型 5)分别分析大学本科教育机会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模型 4 的因变
量为“是否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模型 5 的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大
学专科教育”。

2.年龄组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查 1999 年大学扩招之前与之后的阶层、城乡、

民族和性别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
者把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区分为两个年龄组，一个年龄组是 1975
－ 1979 年出生的人，如果这个年龄组当中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
他们大多是在 1999 年扩招之前进入大学;另一个年龄组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应该是在大学
扩招期间或之后进入大学。① 年龄组分类形成了一个年龄组虚似变
量，1975 － 1979 年出生年龄组 = 0，1980 － 1985 年出生年龄组 = 1。年
龄组虚似变量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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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1%人口抽查调查数据未提供被调查者上大学的时间信息，我们只能通过其出生年
代来大致估计他们上大学的时间。



3.自变量
本研究用以测量阶层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自变量包括父亲职业

(家庭的阶层位置)、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的文化资本)、父亲月收入
(家庭的经济资本)。父亲职业共 6 个分类，生成 5 个虚拟变量(农民
= 0)。父亲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父亲月收入的数据信息精准度
较低，而且被调查者报告的月收入数值普遍较低，因而这一信息被简化

成一个虚拟变量，月收入高于 2000 元 = 1，低于 2000 元 = 0。① 用以测
量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自变量是父亲的户口身份，非农户口 =
1，农业户口 = 0。父亲的户口身份可以大致确定被调查者出生和生长
于农村还是城市。测量性别不平等的性别虚拟变量设定为:男 = 1，女
= 0。测量民族之间教育不平等的变量也是一个虚拟变量，汉族 = 0，少
数民族 = 1。
各个自变量及年龄组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 1。

表 1 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19615)

合计
出生年龄群体

1975 － 1979 1980 － 1985
性别(男性，% ) 51. 5 50. 2 51. 8
少数民族(% ) 10. 1 10. 4 10. 0
本人受教育程度(% )
大专 11. 4 10. 1 11. 8
大本 7. 3 5. 9 7. 7
研究生及以上 . 3 . 8 . 3
父亲职业(% )
管理人员 3. 3 3. 1 3. 3
专业技术人员 6. 7 7. 0 6. 7
办事人员 7. 0 7. 8 6. 8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 9 9. 8 11. 1
农民 51. 1 55. 3 50. 2
工人 21. 0 17. 1 21. 9
父亲户口(非农户口，% ) 32. 2 31. 7 32. 4
父亲月收入(≥2000 元)(% ) 4. 0 4. 3 3. 9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均值和标准差) 7. 29(2. 80) 6. 93(3. 00) 7. 38(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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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月收入信息的质量不高，离散程度极小，作为连续变量
加入模型后其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因此，作者把这一变量转换为二分类变量(虚拟变

量)。设定 2000 元作为高收入的临界点是基于此数据的收入分布形态，数据样本中仅有
4%的人收入高于 2000 元。



4.交互变量
模型共包括 10 个交互变量，即所有的自变量分别乘以年龄组，详

细信息参见表 2。

五、数据分析结果

( 一) 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总体状况

表 2 所列数据是以“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为因变量的 logit 模型
分析结果。模型 1 包括了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父
亲的户口身份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等自变量，但未考虑年代变化。
模型 1 的所有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如果不考虑年代变化因
素，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身
份都对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的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影响。

1.阶层差异: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数据显示，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十分明显，父亲的职业

地位越高、父亲的文化水平越高、父亲的收入越高，本人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就越大。管理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 1 倍，
专业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3. 3 倍，①办事人员的子
女上大学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 5 倍，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子女上大学的
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3. 7 倍，产业工人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
的 3. 5 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即提高
26%。父亲是中高收入者，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低收入者的 2. 6 倍。

2.城乡差异:父亲户口身份的影响
城市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人。城市人(父亲户口

为非农户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父亲户口为农业户口)的

6. 3 倍。
3.民族和性别差异
少数民族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少于汉族，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只是汉族人的 58%。性别之间也存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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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专业人员群体中包括了许多农村地区的专业人员，所以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低
于办事人员而接近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后三个群体的成员大多居住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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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回归系数是负值，这意味着，女性上大学的机率高于男性，在同等

条件下———相同的家庭背景和民族身份，男性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女性
的 70%。这一结果似乎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矛盾。一般而言，人们觉
得男性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不过，由于日益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女生在

考分方面的优势，男性可能正在失去以往所拥有的教育优势地位。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75 － 1985 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十分接近，从绝对比例来看，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

差异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性别不平等，更为细致的数据
分析显示，女性的教育机会更可能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出生于较高社

会阶层家庭和城市地区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高于同等条件的男性，而

出生于较低社会阶层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则低于同等

条件的男性。①

( 二) 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模型 2 包括了模型 1 的所有自变量，并加入了年代变化(年龄组)
控制变量。模型 2 的所有回归系数也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控制了不
同年代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情况下，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
亲月收入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身份仍然对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产生

影响。同时，年龄组回归系数显示，大学扩招后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明
显增长，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的高等教育机会是 1975 － 1979 年出
生的人的 1. 3 倍，即增长 30%。
模型 3 的自变量增加了年龄组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项，这些交互

项反映出各个自变量的影响作用在大学扩招后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
“年龄组 ×父亲户口”这一项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以外，其他所有的交互
项都是不显著的。其含义是，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
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等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力在大学扩招前

后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大学扩招并未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

异、性别差异和民族差异的上升或下降。只有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
会发生了变化，“年龄组 ×父亲户口”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而且是正数。
这表明，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在原有城

乡差距的倍数基础上，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5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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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论文篇幅所限，有关性别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数据分析未能列入文中。



年出生的人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3. 4 倍，而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5. 5 倍(3. 4 加
上 2. 1)。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模型 3 的民族这一项的回归系数变得不
显著了，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因素影响了显著水平，而并不意味

着，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消失了。

( 三) 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比较

根据 EMI假设，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等级分层，越高等级的教育中
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在教育扩张期间，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出现

了下降趋势，它更可能表现在较低等级的教育领域而不是更高等级的

教育领域。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虽然都属于高等教育，但其文凭的价
值含量不同，因而这两类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也会不同。表 3 列出
了两个 logit 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 4 考查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
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和性别差异，其因变量是“是否接受了大学
本科教育”;模型 5 考查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城乡差异、民
族差异和性别差异，其因变量是“是否接受了大学专科教育”(排除接
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的样本)。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见表 3。

1.大学本科教育中由父亲职业地位差异(家庭阶层地位)所导致
的机会不平等明显大于大学专科教育

模型 4 中父亲职业各项回归系数都大于模型 5 的相应系数。比
如，管理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9 倍，而接
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5. 4 倍;专业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 6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 3 倍;办
事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8. 1 倍，而接受
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5. 1 倍;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
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 8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 4
倍;产业工人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4. 1 倍，而
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 1 倍。大学扩招之后，父亲职业地位的
影响作用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职业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2. 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
机会都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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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扩招前后比较:出身背景因素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

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 (Logistic Model)

自变量

因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

B Exp(B) S. E. B Exp(B) S. E.

父亲职业(参照组:农民)

管理人员 2. 202 9. 039 . 442 1. 693 5. 437 . 339

专业人员 1. 727 5. 623 . 415 1. 201 3. 324 . 274

办事人员 2. 086 8. 051 . 407 1. 619 5. 050 . 267

商业服务业员工 1. 751 5. 763 . 401 1. 212 3. 359 . 248

产业工人 1. 398 4. 047 . 392 1. 129 3. 092 . 229

父亲受教育年限 . 204 1. 226 . 032 . 237 1. 268 . 029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 589 1. 803 . 212 1. 027 2. 793 . 247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户口) 1. 290 3. 634 . 272 1. 102 3. 009 . 181

性别(男性) － . 391 . 676 . 156 － . 213* . 808 . 131

民族(少数民族) . 205 1. 227 . 304 － . 646 . 524 . 138

年龄组(1980 － 85 年出生) － . 381 . 683 . 437 . 248 1. 282 . 298

年龄组 ×管理人员 － . 463 . 630 . 495 － . 285 . 752 . 373

年龄组 ×专业人员 － . 348 . 706 . 466 . 069 . 933 . 302

年龄组 ×办事人员 － . 176 . 838 . 455 － . 137 . 827 . 296

年龄组 ×商业服务业员工 － . 369 . 764 . 449 . 034 1. 034 . 272

年龄组 ×产业工人 . 042 1. 043 . 438 . 068 1. 070 . 250

年龄组 ×父亲受教育年限 － . 003 . 997 . 036 － . 041 . 959 . 033

年龄组 ×父亲月收入 . 171 1. 187 . 236 － . 244 . 784 . 276

年龄组 ×父亲户口 . 981 2. 666 . 302 . 615 1. 850 . 196

年龄组 ×性别 . 038 1. 038 . 170 － . 123 . 884 . 143

年龄组 ×民族 － . 650 . 522 . 350 . 137 1. 147 . 346

Intercept － 6. 458 . 002 . 383 － 5. 298 . 005 . 265

－ 2 log likelihood 7214. 133 9519. 633

df 21 21

N 19615 18229

* :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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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表现为模型 4 和模型 5 的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较为接近。
同时，大学扩招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

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表现在模型 4 与模型 5 中父亲受教育年
限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3. 父亲月收入(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
都有影响，但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

比如，大学本科教育中，父亲月收入高于 2000 元的人的教育机会
是父亲月收入低于 2000 元的 1. 8 倍，而在大学专科教育中，父亲月收
入高于 2000 元的人的教育机会是父亲月收入低于 2000 元的 2. 8 倍。
为什么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大学本科教育?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选拔更多地依据能力选择(比如

高考分数)而不是家庭经济条件，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则较有可能通

过多付学费而获取。能力培养较易于受到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阶层地
位的影响，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和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更可

能在一系列的考试中取得成功而进入大学本科教育。而与此同时，一
些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工人和农民)因

缺乏文化资本而不能使他们的子女顺利通过各种考试，他们通常利用

经济资本来帮助其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而这一策略更易于在大学

专科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发挥作用。大学扩招之后，父亲月收入的影响
作用不论在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月收入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4. 父亲户口身份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都有影响，同
时，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略大于对在大学专科教育的影响

比如，父亲户口为非农户口的人获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父亲

户口为农业户口的人的 3. 6 倍，而获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则为 3 倍。
大学扩招后，不论在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教育中，父亲户口身份

的影响作用都明显增强(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户口身份与年龄组交
互项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而且这种作用的增强在大学本科教育中

更加突出。回归系数显示，大学扩招后，城市人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
会是农村人的 6. 3 倍(3. 6 加上 2. 7)，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则为
4. 9 倍(3 加上 1. 9)。这表明，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大于大学
专科教育，并且，在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的扩大

程度大于大学专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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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女性都
显示了优势

这一优势表现在模型 4 和模型 5 的性别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并且
是负数。另外，大学扩招后，性别差异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
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性别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
都是不显著的)。

6. 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的民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太少所致。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大学本科教育中的机会不

平等大于大学专科教育，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不过，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例外，它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对

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另外，不论是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
教育，大学扩招并未使两者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水平下降，相反，城乡之

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本科和专科教育中明显增强。

六、结论与讨论

( 一) 假设检验结果

将数据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假设相对照，我们得出下述结论:

MMI假设(假设 1)得到证实。大学扩招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阶
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下降，即使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机
会在短期内高速增长，其促进平等化的效应也没有显现。

EMI假设(假设 2)得到证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分层与教
育机会不平等有交叉作用，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本科教

育)的机会不平等大于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专科教育)，

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由 EMI假设引申出的另一个假设(假设 3)没有得到证实。尽管

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在很短时期内猛然增长，但它还

是未能促成阶层、城乡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即使
在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专科教育)中，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

等也没有下降。数据分析结果对假设 3 的否定，实际上是进一步支持
了 MMI假设和 EMI假设，即无论多么快速的教育扩张，只要上层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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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不会下降，除非有

其他的条件变化(如 RCT假设所涉及的那些因素)。同时，数据分析结
果也表明，大学扩招不仅没能减少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机

会的不平等，而且也没有减少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机会的

不平等。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数量不平等没有下降，而高等教育机会
分配的质量不平等更不可能下降。
假设 4(RCT假设)得到部分证实。大学扩招期间和之后，高等教

育机会不平等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某些方面(城乡差距)的不平等程度

还有明显上升，这间接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说
法，教育扩张本身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在教育扩张期间，

教育不平等程度下降还是上升取决于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
败的风险(P f)和地位提升(SD)，因为这四个因素决定了人们的教育决
策。教育成本下降、教育收益上升和失败风险下降可以有效地提高中
下阶层和弱势群体追求高等教育的愿望，从而有可能缩小教育机会不

平等。大学扩招以来，中国社会在上述四个因素的变化方面似乎都不
太有利于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追求高等教育，相反，日益高涨的教育成

本、不断缩减的短期教育收益以及失败风险和代价的增长，都有可能促
使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从而导致原来的教育机会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 二)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理论含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本研究所检验的理论假设———MMI 假设、EMI

假设和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都是目前国际社会学界讨论教育
扩张与教育不平等关系时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或理论解释思路。作
者在检验这些理论假设的同时希望能发现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这

些特殊性有可能进一步丰富或修正已有的理论解释。数据分析结果的
确显示了一些特殊发现，但其背后的理论含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MMI假设的推论逻辑是，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没

有发生变化，教育机会分配的阶级不平等就会维持，而不论是否进行教

育扩张(除非其扩张程度使上层阶级达到教育饱和)。中国社会正处
于阶级阶层不平等扩大的时期，依照 MMI 假设的推论逻辑，教育机会
的阶级阶层不平等也应该扩大。另外，依照理性选择模型推论，当阶级
阶层之间差距拉大时，模型中的 SD(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地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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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或因没有高等教育而导致的地位下降)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会拉大，

从而阶级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上升。但是，高等教育
机会的阶级阶层不平等在大学扩招后并没有上升，这可能由于大学扩

招(高等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快速增长)阻止了不断扩大的阶级阶层不

平等向教育领域延伸。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学扩招政策，可能高等教
育领域的阶级阶层不平等会提升。要证实这一猜想，需要时期更长的
数据和区分更细的年龄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这是作者下一步的研究。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在一个阶级结构处于变迁时期的社会

中，MMI假设的陈述应该不同于阶级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
其次，数据分析结果也对 EMI假设提供了一些特别的解释。依照

EMI假设，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质量不平等———更有价值、更有声望的
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本科)中的阶级不平等大于较低价值和声望

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专科)。数据分析结果的确显示，来自中上
阶层家庭的人和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人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

会，要远远多于下层阶级的人和拥有较少家庭文化资本的人，而这种不

平等在大学专科教育中表现的程度要略轻一些。但与 EMI 假设相矛
盾的是，家庭经济背景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对大学本科教

育机会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处于社会转型和阶
层结构变迁时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一个特别之
处。在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较稳定的社会，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家庭通
常也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子女往往在竞争最有

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居有优势。但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过程中的
中国社会，一些新产生的、地位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比如农民企业
家和个体工商户，虽然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但往往缺少文化资本(他

们本身未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这些人的子

女在竞争最有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时并没有优势，但他们可以通过金

钱来为子女争取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家庭
实现了代际的教育上升流动。EMI 假设的另一个内容是，当教育扩张
使上层阶级趋向于达到教育饱和时，下层阶级获得较低价值的高等教

育的机会会增加，但较高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还将持续。但
是在处于阶层结构变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如果上层阶层趋向于达到教

育饱和，那么新上升的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将比下层民

众更先分享教育扩张的益处，也就是说，首先是新上升的阶层群体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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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上层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然后才是下层民众缩小他们与上层

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这一看法也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论证。
再次，理性选择模型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影响

个人教育决策的四个因素———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
险(P f)和地位提升(SD)，大学扩招以来，这四个因素的变化都不利于
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相反还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不过，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并非各个方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都上升了，大学扩招

以来，阶层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只有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 为什么上
述四个因素的变化只对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影响，而

没有对阶层和民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明显影响? 这是否意味

着，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问题突出，因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是

最核心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所提及的四个因素最

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产生明显影响? 另外，在其他国家，人们讨

论教育不平等问题，通常关注的重点是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

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或南非)，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非常突

出。不过，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机制往往与阶级不平等
的运作机制类似，因为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都是针对阶级不平等现象而提出的理论解释。在
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教育机

会的城乡不平等的运作机制也许会与阶级不平等有所不同。这方面的
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检验分析，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中的四

个因素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以及为什么没有对其

他相对弱势的群体产生影响。
最后，对于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

性———性别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存在交叉作用。大量的研究显示，女
性是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群体(安树芬，2002;杨旻，2009;等)，近几十
年来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日益接近于男性。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相同家庭背景情况下，女性上大学的机会

还高于男性。但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在城市和农村的表现形
式非常不同，城市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农村女

性的高等教育机会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
城市居民群体中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距日益缩小、并且女性还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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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种竞争优势的时候，农村人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则在拉大。
有关这一问题，作者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分析。

( 三) 此项研究的政策意义

自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多
出人才(教育规模扩张)和选拔出好的人才(通过严格的逐级考试制度

和日益系统化、高难度的教学内容)，教育公平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
视。近 10 年来，社会公众对于某些领域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讨论越来
越多———尤其是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和高考选拔
制度，政府也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200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
教育工作时把“促进教育公平”放在了首位。这显示出，政府决策者对
于教育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显示了教育改革走向的新方向。
本文开头时提及的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也显示出决策者对此问题

的关注度。然而，在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增加了农村教育投入
的同时，在高等教育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农

村青少年、弱势群体和较低社会阶层人士自动放弃继续求学机会而进
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方面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进而也加剧了社会不

平等，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低技能的新生劳动力。如何降低高等教
育机会不平等? 大学扩招是否能减少教育不平等? 本文的研究结论很

清楚:单纯依靠教育规模扩张并不能降低教育不平等，相反教育不平等

还可能上升。教育扩张的同时还需要其他一些配套政策，才有可能降
低教育不平等。关键性的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什么样的配套政策有
利于减少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
平等。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包括加大对农村教育的
投入、减少农民的教育负担、减免学费、推进农村的义务教育、增加对贫
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等等。但是，从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这些
政策对于缩小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作用不明显，高等教育机会的

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就需要我们对上述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作
进一步的思考。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如
何提高农村居民、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收益、降低他们的教育成
本和失败的风险，应该是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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